
1937年7月7日，山河破碎，战火硝烟骤起；
半壁沦丧，四万万人奋起！除了无数爱国将士在
战场上的拼杀，文学界、艺术界乃至民间百姓也
以笔为枪、以血为墨，救亡的洪流已席卷神州。
在这之中，有一名教授喋血课堂外，壮烈殉国，被
誉为“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他，就是姚名达，
当日寇举起刺刀，他挺身为盾、血沃赣鄱，以生命
完成了人生最磅礴的文稿。

姚名达，字达人，号显微，1905年 3月 17日
出生于兴国县南门外竹坝村。年少时，姚名达
家中颇为清贫，仅有薄田数亩，经史子集类的古
书倒是有几千册。6岁时，姚名达的父亲便开始
教他识字读书。他天性聪颖，不久便对史学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还爱好钻研地理书籍，常自绘
中外地图，研究山川地势。

1923年 6月，姚名达自江西省立赣县中学
（今赣州市第一中学前身）毕业，因家境贫寒，不
得不辍读，转向学习行医，然而他内心割舍不下
的仍是史学。不久，姚名达听闻上海南洋公学
开设国学专修科，并可享受公费待遇，欣然前往
就读，肄业。1925年，清华大学开设研究院，姚
名达北上进京应考，被录取为该院第一届新生，
师从梁启超，从此走上了治学之路。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29日，姚

名达供职的、在世界出版业久负盛名的上海商务
印书馆遭日本军机滥炸。次日，姚名达位于上海
宝山路祥瑞里13号的寓所也毁于日军炮火，他保
存的大量书稿及参考资料也随之全部被毁。

日军的暴行引起了姚名达的极度愤慨，他写
文章怒吼道：“他们毁灭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怎
样地发扬我们的文化，给他们瞧瞧，使他们知道，
我们是打不倒灭不掉的呢！”（《目录学·自序》）此
后数年，姚名达写了大量文章，揭露日本侵略者
的罪恶行径，分析抗战形势，鼓舞全国人民的抗
日斗志。

1935年6月，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
略，姚名达与上海150多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
发表《我们对文化运动的意见》，反对埋头读书，
主张唤起群众，“完成民族解放的功业”。12月，
他又与数百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
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号召文化界“应立即奋起，
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

在 1936年《女子月刊》的元旦特刊上，姚
名达一连发表《国难的由来和现状》《日本侵
略华北的必然性》等 5篇文章。这些文章，有
的盛赞“一二·九”运动中学生表现出来的爱
国牺牲精神，称这种精神“促使日本帝国主
义及其走狗们闻风丧胆”，“使敌人知道我们
民众的力量是不可蔑视的，中华民族不是容
易欺侮的”，号召“有热血的国民团结起来，
反对日本侵略”；有的则从经济视角深入剖
析了日本侵略华北的动因。

姚名达指出，日本占领东北后转向华北，是
因为华北的资源（如棉花、煤炭、小麦等）对日本
具有战略意义。例如，1934年华北棉花产量占全
国43%，羊毛出口占91%，煤矿储量占全国三分
之一以上，而东北的资源无法满足日本需求。此
外，日本通过铁路网络控制华北资源，所谓“防
共”和“自治”只是掩盖经济掠夺的借口。文章
中，姚名达以史学家的严谨，辅以他自绘的物产
分布图和详实数据，非常直观地揭露了日本侵略
我国，掠夺我国资源的经济与战略本质。

1937年7月15日，姚名达在《女子月刊》（第
5卷第7期）发表了《抗日战争序幕的开展和我国
应有的战略》一文（因《女子月刊》被迫停刊，原文
打算写五节，只发表了前两节）。他敏锐地觉察
到：“卢沟桥事件关系最大”，“中日必战！”

文章全面分析了卢沟桥事变一周以来的抗
战形势，他说:“历史上的战争都由于争利，日本
所以再三再四侵略我国，亦无非因为夺取资源
与市场……从资源的夺取战略看来，日本势必
侵略出产煤、棉、盐、麦最丰富的华北各省。”姚
名达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是“永无满
足”的，“除非中国给他以重大的打击，否则不吞
并全国不止”。他大声呼喊道：“我们要生存，不
可不抗战。唯有抗战才能换取生存。”“亲爱的
同胞，是抗战的时候了！起来！”

1937 年 7 月 19 日，姚名达和继配夫人巴
怡南在杭州订婚。8 月 5 日上海《大公报》刊
出了标题为《增加抗战实力，以金银献给政
府，盼全国妇女将饰物捐出》的头条新闻。新
闻中说：“……本报昨接××君及××女士以其订
婚戒指寄来，嘱转交政府，并附有一函，兹将
原函披录如下：……我们要求政府立即下全
国总动员令，拼整个民族的力量给日本帝国
主义者以致命的打击……我们每一个国民必
须尽国民的责任。我俩现在谨以至诚，把我
俩前几天订婚交换的戒指捐献……为备抗敌
之用……我们希望每一国民都能自动捐献其
所有于国家（无论货币、金银、古董乃至一切
财产，整个生命）！”这封要求“不必宣布我们
的姓名”的信，正是姚名达和巴怡南所写，为
了抗战，他们把具有纪念意义的珍贵的订婚
戒指毫不犹豫地献出，并且倡议“捐献其所
有”直至“整个生命”给国家，这种精神更激发
了爱国民众的抗战决心。

1939年5月，姚名达发表《从史理学与地理
学原理推测今后之抗战形势》一文，从史理学与
地理学的角度，对日军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姚
名达认为，“综合比较，无论敌欲采取何种战略，
皆有极多困难”“即从地理学原理推断敌军无进
攻之能力，再从史理学原理推断敌军之必败”。
之后的抗战形势证实，他的预测与推断，是完全

正确的。
同年6月，姚名达又发表了《日本南侵的政

略与战略》（1939年《闽侨月刊》第 4期）一文。
此文分析了日本侵略政策的双重政策，即大
陆政策（西进）与海洋政策（南进）。姚名达
认为，日本表面侧重大陆政策，实则两者互
为补充。他警告欧美国家不要低估日本南
侵的野心，指出南洋资源（如气候适宜移民、
可作倾销市场）对日本同样关键，并呼吁南洋
侨胞和欧美国家警惕日本的扩张计划。

1940年，姚名达在《江西的潜力》一文中，号
召国民“振作民族精神，应是当今的第一要义”，“使
人人都激发民族正气，献身疆场，以死卫国”。

1940年10月，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泰和创
办，校长胡先骕聘请姚名达为研究部研究教
授，继为文史系教授。

1942年5月，日寇攻陷金衢，长驱侵赣。姚
名达看到当地人心惶恐，奔走遁逃的情形，他慷
慨陈词：“数载以来，赖无数将士浴血抵抗，已深
陷敌人于泥沼矣，最后胜利，则需知识界实行参
战，有愿以兵役为己任者，吾其为嚆矢乎！”

6月11日上午，国立中正大学食堂墙壁上出
现了一张大红布告，号召大家：“到前线去！到战
壕去！做一个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发出这个号召
的人正是姚名达。在这敌寇压境的危急时刻，姚
名达毅然“投笔请缨”，联合数十名爱国师生，于6
月13日发起组织“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姚
名达被推选为团长，还编印了《战地服务团特刊》，
发表发刊词和《战地服务团成立宣言》。

在战地服务团成立的当天深夜，作为团长的
姚名达，以“显微”署名，挥笔写下了他一生中最
后的一篇抗战檄文——《怎样打击东战场的倭
寇》（未写完），后发表于1942年6月25日的江西
《民国日报·专论》。姚名达以报刊专论的形式，
吹响了奔赴前线抗战杀敌的号角。

文中，姚名达慷慨激昂地说：“我民众当此
最后关头，尤需及时奋发，保卫家乡。我敢断
言，我们如果各方面都能以打退倭寇为工作目
的，不以对敌逃避为唯一办法，照着上列各点加
紧实干，岂但东战场的胜利可以确保，就是把倭
寇赶出江西去，亦只是时间问题。”

在他的热血感召下，国立中正大学师生踊跃
报名，当天就确定了三十余人的队伍。随后，这
群“以气节相砥砺，以道义相切磋”的书生踏上了
奔赴前线的征程。姚名达率领全团师生开赴江
西抗战最激烈的新淦（今新干）、清江（今樟树）一
带，他们下到营、连，给战士送药，为伤兵服务，既
做护理，又做宣传工作，使前方将士深受鼓舞。
他们卓有成效的战地服务工作，深深感动了抗日
军民，称赞他们是书生救国的模范。

1942年 7月 7日，姚名达率领十几名团员，
准备从新淦县溧江乡石口村渡过赣江。到石口
时，天色已晚，他们便在村里祠堂中休息，不料
日军发动突然袭击。姚名达大声叫道：“和日本
鬼子拼呀！”就赤手空拳和手持武器的日本兵打
斗起来。他从日本兵手中夺到了枪，正准备上
楼占据有利地势，一个日本兵开枪了，姚名达中
枪倒地，另一个日本兵又用刺刀刺进他的胸
膛。在血泊中姚名达仍然高呼：“中华民族万
岁！”“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

姚名达就这样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终年
37岁。姚名达的壮烈牺牲为人们所震悼，仅《新华
日报》就分别于1942年7月9日第二版，7月29日
第三版，10月22日第二版，1943年3月26日先后4
次报道了这一消息。姚名达的灵柩于1942年7月
28日运抵泰和，沿途皆有公祭，国立中正大学师生
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8月5日公葬于泰和县杏
岭，墓碑上刻有“正气长存”四个大字。

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追认
姚名达为革命烈士。2014年，姚名达被民政部
公布为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之一。

姚名达，是现代史学与目录学领域的卓然
大家，是文化战线上以笔为戈的忠贞志士，更是
亲赴沙场、喋血抗敌的千秋烈士。赣水长流，其
魂不灭。他以文人之肩担起战士之责，最终以
师者之躯化作民族不屈的丰碑。

（本文综合整理了《共和国不会忘记——复
旦大学烈士传》及《赣州一中（前身）师生的抗战
文章述略》等文内容）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是亿万中国
人民永远铭记的日子，也是全世界热爱
和平的人民永远铭记的日子。

有这样一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
先遣队（简称北上抗日先遣队），为宣传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民主
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
发，一路北上征战闽浙皖赣四省，行程
5600余里，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他们
以“血染东南半壁红”的英雄壮举，宣
传了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扩大了中
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策应中
央红军主力长征，被称为“长征路上的
第一缕红飘带”。

国家危难
中华苏维埃高举抗日旗帜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连连失
利。至 1934年 5月，广昌、筠门岭等南北
门户均被国民党军侵占，中央苏区被压
缩至极小范围。

为牵制敌军，1934年 7月，中共中央
将红七军团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
先遣队，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治
委员，刘英为政治部主任，粟裕为参谋
长，于 7月 6日晚从瑞金出发，先行北上
抗日。

此举的主要目的，一是“以实际的行
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
于危亡”；二是“给敌人的后方以极大的
威胁，不能不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
部署上的变更”；三是“以期最后这些部
队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苏区的骨干
力量”。

北上抗日先遣队一路转战，历经坎
坷，当初6000余人从瑞金出发，经福建长
汀、连城、永安、大田、古田等县，1934年8
月1日攻克福州西郊的水口。接着，先遣
队向闽东进军，攻克罗源县城。随后又
向闽北前进，经宁德、福安进入浙江。此
后，进入遂安，9月底到达婺源北境。10
月 21日，又奉命向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转
移，经浮梁、德兴交界地带通过国民党军
两道封锁线，到达德兴重溪与方志敏领
导的红十军会合。

两军会合后，根据中革军委 11月 4
日的命令，先遣队与红十军及地方武
装合编，成立红十军团。任命原闽浙
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
华为军团政治委员，下辖三个师，寻淮
洲、刘畴西、胡天桃分任第十九、二十、
二十一师师长，粟裕改任闽浙赣军区
参谋长。

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下，红
十军团举步维艰。1935 年 1 月 29 日，
方志敏等在玉山县陇首村高竹山被
捕，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北上征程就此
止步。先遣队余部后来组成中国工农
红军挺进师，由粟裕、刘英率领进军浙
西南，在那里开辟了新的游击根据地，
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浴血奋斗
先遣队将士尽显革命本色

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誓师北
上，一路转战，栉风沐雨，书写了一段
悲壮雄浑的革命史诗。先遣队全体将
士信念如磐、积极乐观，彰显了高尚的

革命情操。
1935年 1月，方志敏与粟裕等人率

领先遣队的先头部队冲破敌人封锁
线，到达江西德兴陈家湾村。然而主
力部队因被敌人包围，未能冲过封锁
线。此时，敌军有 14 个团在方圆不过
15 里的地区驻守。生死关头，方志敏
命令粟裕等率部先行突围，把生的希
望留给别人，把死的选择留给自己，再
度冲入敌军包围圈，寻找和组织主力
部队进行突围。突围失败后，方志敏
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
毫不畏惧，坚持斗争，用一颗赤诚之心
和一支激昂之笔为党工作，希望把十
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失败的血的教
训写出来，献给党。在被关押的 6个多
月时间里，方志敏写下了 13 万多字的
文章。他写道：“我们信仰的主义，乃
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
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
的啊！”方志敏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和对
革命的执着，日月可鉴。

乐观的革命情怀，是革命志士的豪
情。先遣队政治部主任刘英在战斗中身
先士卒，冲锋陷阵。行军时跑前跑后，
深入连队，救护伤员，做思想政治工作，
鼓舞士气。在谭家桥战斗中，刘英身负
重伤，右前臂被开花弹打穿，腕骨粉碎
性骨折，桡动脉破裂出血不止，但他仍
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部队药品奇
缺，连局部麻醉药品都没有。但刘英以
坚强的毅力，忍受剧痛配合军医顺利完
成了手术，被广大红军战士誉为“红军
关公”。

由于战斗频繁、生活艰苦，刘英的伤
口迟迟未能痊愈，日渐消瘦，可他仍像往
常那样，一路上给士兵们讲故事，还扯着
嗓子，唱起他老家瑞金的山歌调子。为
了鼓舞士气，他向大家讲：“我们搞革命，
就像生这木炭火，生火时难免有点困难，
生着了就会越烧越旺。”听了他的话，战
士们心中顿时亮堂起来。正是因为刘英
等人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在艰难困苦
的情况下，先遣队的将士们始终保持乐
观、坚定的信心。

播撒火种
先遣队北上功不可没

北上抗日先遣队血战东南半壁，广
大红军指战员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转战
闽、浙、皖、赣等地区，积极推动了抗日民
主运动的发展。

宣传了抗日主张。从瑞金出发伊
始，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携带了《为中国工
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
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
日？》等近 160万份宣传资料。在先遣队
将士看来，这些都是党的声音，而将党的
主张传播出去是他们神圣的职责。

所以，北上抗日先遣队每到一处都广
泛张贴、散发宣传资料，大造抗日声势，将
军事行动和政治目的有机地结合起来。
先遣队沿途组织群众大会宣讲，街头演
讲，写标语，深入农村、工厂散发和张贴宣
传文件和传单，并用沿江河流牌宣传和信
件带宣传品等方法广泛宣传，深刻揭露了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蒋介石的不
抵抗政策及反共卖国行动，对唤醒民众、
团结抗日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扩大了政治影响。正如粟裕所说:
“我们沿途还尽可能地开展群众工作，宣
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
的影响。”在行军中，身为军团政治部主
任的刘英，不仅与政治部的同志们一起
沿途张贴布告、传单和刷写标语，还亲自
为伤病员抬担架，对伤病员做思想工作。

时任红七军团保卫局机要秘书的龙
跃在《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这样写
道:“红七军团经过闽东，沿途散发了《告
农民书》《给闽东工农群众的一封信》等
传单，系统地宣传了党的抗日反蒋、拯救
中华的主张，给了闽东党政军民政治上
思想的很大教育和鼓舞。”

播下了革命火种。北上抗日先遣队
在行军过程中，宣传抗日主张，严格遵守
群众纪律，展示了革命队伍的政治素
养，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播下了革命
的火种。1934年 11月 23日，先遣队途
经浙江淳安县白马地区，一些战士吃了
老百姓的粽子后，小心翼翼地把铜板和
白洋包成五角星状的粽子放回原处。
回到家的百姓打开一看，里面裹的竟是
铜板或白洋，百姓亲切地称之为“洋钱
粽”，发自内心地认为先遣队是为民爱
民的好队伍。

“洋钱粽”的故事在淳安广为传颂，
时至今日，当地百姓依然对先遣队的优
良作风和亲民爱民情怀赞誉不断。先遣
队所到之处，在战斗间隙严打土豪劣绅，
并将没收的不义之财分给贫苦农民。在
红军的感召下，不少群众积极参加红军，
投身革命队伍。

北上抗日先遣队血战东南半壁，有
效调动敌人、分散敌人、钳制和拖住敌
人，策应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
争和之后进行的战略大转移，同时宣传
了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中国革命的
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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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名达在宁都翠微峰。（资料图片）

姚名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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